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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精神障碍既包括精神分裂症、焦虑症、抑郁症等，也包括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即由于脑部感

染、血管病变、外伤、肿瘤、变性等引起的精神障碍，以及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反应性情绪障碍和躯体化障

碍。本专题特刊登《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评估与治疗研究进展》《伴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抑郁症患者磁共振

成像研究进展》《自发性脑出血后抑郁的研究进展》《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等多篇综述，

从不同角度对精神障碍类疾病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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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长哀伤障碍是一种由挚爱的亲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即丧亲发生6个月后，个体对逝者持

续哀伤，伴随着剧烈的情感痛苦，且社会功能受损。本文主要从延长哀伤障碍概念的提出及后续发展、其独立

的诊断标准和评估工具、不同诊断系统与评估工具的区别与联系和其治疗方法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等方面

进行综述，并指出未来可考察相关概念的统一性、诊断评估的跨文化适用性及丰富治疗方法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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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爆

发以来，人们的躯体、行为、情绪、认知等多方面的身

心健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1]，其中最严重的伤害是死

亡。截至2021年8月30日，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

数累计已逾 450 万例。多项研究表明，突然地或暴

力地失去亲人会对丧亲者的精神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除增加多种精神障碍的患病风险外，有些人难以

从悲痛中走出，出现了延长哀伤反应[2]。因疫情产生

的突发性丧亲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是

一种由挚爱的亲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国

际疾病分类（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orders，ICD-11）将其定义为：在丧亲至少 6 个月

后，丧亲者对逝者长期持久的哀伤，表现为愤怒、难

以接受、情感麻木、社交回避等，这些反应与其所处

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不相符；此外，个体剧烈的情感痛

苦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功能[3]。我国有关PGD的研

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流行病学调

查以及对其评估工具的修订和验证[4-7]，新冠肺炎疫

情也增加了提供干预的困难。因此，本研究将对

PGD的概念提出及发展做简要回顾，综述其诊断评

估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帮助心理卫生工

作者更准确地评估和诊断新冠肺炎疫情后潜在的哀

伤患者，并选择合适的疗法进行干预。

1 PGD的概念发展

哀伤是面对丧亲的自然反应，通常不会持续很

长时间；但有一小部分人的哀伤迟迟无法消退。这

种异常哀伤反应是持续的、难以缓解的，伴随与丧失

相关的痛苦和损害，包括情感痛苦、孤独和无意义

感、自杀意念、社交功能减退等[8,9]。

随着研究不断丰富，这种状况也有了不同的名

称，如病理性哀伤（pathological grief，PG）、创伤性哀

伤（traumatic grief，TG）和复杂性哀伤（complicated

grief，CG）等，其中复杂性哀伤是文献中最常用的术

语。《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引入

了另一个名称——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PCBD）。近年来，PGD

这一术语开始流行起来，研究者们认为“延长的

（prolonged）”一词更能准确反映这类异常哀伤反应

持久性的特点[10]，并被 ICD-11纳入其中。本文选择

使用“延长哀伤障碍”或“PGD”。因为将不同的名称

互换使用会造成混淆，PGD更全面的囊括了这种病

理性哀伤反应的特征，对其评估诊断和治疗方面的

发展历程更具总结性。

2 PGD的诊断评估

2.1 诊断标准

近20年来，大量研究致力于论证PGD独立于其

他精神障碍，并尝试为其制定诊断标准。

Horowitz等[11]对 70例丧亲者进行了追踪研究，

并于1997年提出了复杂性哀伤（CG）诊断标准：共有

7项症状（闯入 3项、回避 2项、适应不良 2项），个体

至少需要满足其中3项，且遭遇丧亲至少14个月，才

能被诊断为复杂性哀伤。Prigerson等[12]于1999年提

出了创伤性哀伤（TG）诊断标准：共有 12项症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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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痛苦 4项、创伤痛苦 8项），个体至少需要满足分离痛苦中的

3 项和创伤痛苦中的 4项，且症状至少持续 2个月，才能被诊断

为创伤性哀伤。Forstmeier和Maercker在 2007年对这 2个诊断

系统进行比较后发现，尽管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都强调引起

功能损害、都强调个体的严重表现和痛苦体验，但两者的诊断一

致性仍然较差。原因可能是：这 2个诊断系统存在明显不同的

症状持续时间标准，且各自包含一些独特的症状。Horowitz等
[13]的标准（1997）更具有包容性，可以在研究的人群样本中发现

更高的发病率。因此，他们认为未来研究应整合现有诊断系统，

致力于为PGD制定国际适用的诊断标准。

2009年，Prigerson和Horowitz的2个工作组联合起来，共同

完成了 ICD-11中关于 PGD诊断标准的提案，从症状、病程、严

重程度和鉴别4个方面界定这种障碍，个体需满足以下5种标准

才能考虑PGD诊断：经历丧亲；出现分离痛苦；出现至少5种认

知、情感和行为症状；丧亲至少 6个月；出现功能受损[14]。虽然

DSM-5并未直接采纳PGD这一术语及其诊断标准，但在附录中

新增了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PCBD）的诊断。

对于这种疾病的不同名称和提出的症状标准是否一致，研

究者们仍然存在争论。Maciejewski等[15]的研究结果表明，PGD

和PCBD的诊断一致性较高，因此二者为同一诊断实体，仅在语

义上存在差异。也有研究者认为，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在于症状

的数量。Lenferink用统计中的组合算法对2个诊断系统进行对

比，发现有37650种可能性均能满足PCBD的诊断，而满足PGD

的诊断标准的组合只有 48种[16]。即症状数量显著地影响患病

率，当诊断 PGD所需的症状数量增加时，PGD患病率下降，与

PCBD的诊断一致性上升[17]。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从临

床效用还是国际适应性来看，ICD-11中的PGD的标准都更具优

势，而PCBD的标准还存在局限[18-20]。

此外，Shear 等[21]于 2011 年还制定了一个新的复杂性哀伤

（CG）诊断标准提案。在达到CG标准的患者中，自杀的想法和

行为显著升高，这表明CG会增加自杀意念的易感性，这一症状

是CG诊断系统中特有的，临床医生可以借此做更全面的风险

评估。

2.2 评估工具

Prigerson等于1995年编制的《复杂性哀伤量表》（Inventory

of Complicated Grief，ICG）是自陈量表，共 19个条目，采用 5点

计分，用于测量分离痛苦和创伤痛苦的程度，得分＞25分可作

为诊断CG的指标。

Horowitz 等 于 1997 年 编 制 的《复 杂 性 哀 伤 量 表》

（Complicated Grief Module，CGM）是一个结构化的访谈提纲，

有 3个维度，共 30个条目，分别为：哀伤性的闯入思维（12项）、

回避哀伤情绪的应激行为（6项）和丧亲后很难或无法适应生活

（12项）。

Prigerson等于1999年编制的《创伤性哀伤问卷》（Inventory

of Traumatic Grief，ITG）也是自陈量表，共 15个条目，其中 4项

为分离痛苦症状，11项为创伤痛苦症状。

Prigerson和Maciejewski根据PGD的诊断标准提案编制了

《延长哀伤障碍问卷》（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Questionnaire，

PG-13），这是一个极简短的诊断工具，有4个维度：分离症状、认

知情感和行为症状、病程、功能受损，共13个条目，前11项采用

5点计分，后 2项为是非题，分数越高表示PGD症状越严重，得

分＞36分表示出现PGD症状。该量表在多个国家都得到了良

好的验证和适用[22,23]，戈新等[7]也修订了中文版PGD问卷，对其

信效度进行了验证。

此外，Boelen 等于 2005 年编制的《哀伤认知问卷》（Grief

Cognition Questionnaire，GCQ）也是被广泛使用的量表。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作为唯一的哀伤认知评估工具，在哀伤认

知研究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PGD的治疗

3.1 药物治疗

一些病例研究表明，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抗抑郁药可

能有助于治疗PGD[24]；而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三环类抗抑

郁药对于减轻哀伤不起作用，即使它对丧亲者主要的抑郁症状

有着强大的影响[25]。药物治疗在治疗PGD中的效用仍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些专家建议，药物治疗应该作为心理治疗

的一项有效辅助手段[26]。

3.2 心理治疗

3.2.1 个体治疗 ①心理动力学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治疗

PGD患者的目标一般包含以下3点：个体能保持自己的能力和

自我价值感，并重拾生活希望；个体能维持原有人际关系，并开

发和适应新的关系；尽管存在不可避免的丧失，丧亲事件仍能作

为个体成长的机会。Horowitz等[27]发现这种治疗时程短、针对

性强的干预对治疗经历过丧亲的患者十分有效。心理动力学疗

法实际上是精神分析的派生物，精神分析为丧亲者提供了特别

的哀伤过程，与祭奠仪式有类似的心理功能[28]。

②复杂性哀伤疗法。Shear等[29]于 2005年提出了 1种针对

PGD的治疗方法（Complicated Grief Treatment，CGT），其疗程分

为 3个阶段，共经历约 16次会谈：第 1步，治疗着重于哀伤的心

理教育；第 2 步，患者练习讲述所爱之人的死亡，即“重访

（revisiting）”；第3步，讨论和探索丧失后的个体角色转变，从哀

伤中恢复。Shear 等[29]比较了 CGT 与人际心理治疗（IPT）的疗

效，把 95位患者随机分配接受CGT（n=49）或 IPT（n=46），结果

发现2组PGD症状均有减轻，与接受 IPT的患者相比，接受CGT

的患者表现出良好治疗反应的比例更大，且PGD症状减少得更

快。在1项随机对照试验中，评估CGT、抗抑郁药物和安慰剂治

疗PGD的疗效，结果证明了CGT是治疗PGD的首选方法[30]。

③认知行为疗法。针对 PGD 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结合了暴露疗法和认知重组。暴露疗

法基于“回避是维持PGD的关键症状”的观念，目的是逐渐增加

患者与现实的对抗；认知重组着重于识别、挑战和改变消极认

知。在荷兰的1项对丧亲者的研究中，54例PGD患者被随机分

配到 3个治疗组，分别先接受 6周暴露疗法、再接受 6周认知重

组，先接受 6周认知重组、再接受 6周暴露疗法，或者接受 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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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咨询。与对照组相比，2个实验组都表现出了更大的改

善，说明CBT对于治疗PGD具有显著疗效；而认知行为条件的

比较表明，暴露疗法比认知重组更有效，这表明鼓励PGD患者

面对丧失和完成哀悼很重要，比改变思维模式更有帮助[31]。基

于此，Rosner等[32]设计了一个整合性的认知行为疗法（CG-CBT）

用于治疗PGD。除认知行为治疗外，CG-CBT还包含了其他治

疗流派的技术，如放松技术、格式塔治疗、焦点解决短期疗法、代

际家庭疗法和意象工作等。一项试验证明了CG-CBT对 PGD

的疗效。

④基于互联网的PGD疗法。另一种能有效缓解PGD的治

疗方式基于互联网，患者与治疗师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在 1组

因丧子而患PGD的父母样本中（n=55），与对照组相比，那些得

到电子邮件干预的患者PGD症状大量减少[33]。18个月后的随

访调查结果显示，治疗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维持[34]。

3.2.2 团体治疗 在 1项涉及共病 PGD 精神病住院患者的试

验中，给 1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每周 2次、持续 9周

的团体治疗，与对照组相比，该组患者的 PGD 症状大幅减少。

这证明团体形式的干预对于改善PGD症状有效果，且这种干预

是高度特异性的，对其他症状（如抑郁、焦虑等）不起作用[35]。

另外2项研究也为团体治疗对PGD的疗效提供了证据，使

用的疗法基于 Shear（2005）的 CGT。Supiano 等 [36]以 PGD 老年

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了PGD团体治疗（n=16）与常规治疗（n=

18）的疗效。尽管 2组患者在PGD指标上都有改善，但PGD团

体治疗组患者的改善明显更大。此外，在1项为期10周的团体

治疗试验中，患者的PGD症状明显减轻[37]。

与大多数 PGD治疗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不同，Piper等比较

了解释性心理动力团体疗法与支持性团体疗法，以 139例PGD

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1项为期12周的随机对照试验。解释

性治疗侧重于增强患者对丧失和冲突模式的理解，支持性治疗

的核心则是赞扬患者当前的努力。研究发现2种疗法的结果相

似，2组患者的改善程度并无明显差异。第2次110例PGD患者

参与的试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38,39]。

4 展望

尽管在PGD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大量成

果，在该领域仍不乏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内容，未来的研究还需

要在以下方面推进。①在循证基础上统一PGD的概念定义与

诊断标准。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解决相关争议，提出标准化的

概念界定及一系列诊断指南。②诊断评估的跨文化适用性。国

内未来的研究应对诊断标准和评估工具进行本土化，结合中国

文化和宗教背景探索更具适应性的评估工具。③治疗方法的开

发与完善。首先，目前使用的疗法大多基于认知-行为取向，其

他的理论流派还有大量研究空间。其次，目前的疗法不具有特

异性，忽略了个性特征和症状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提高治疗

的普适性和特异性方面继续开展研究。最后，PGD的治疗可以

与其他新的方向相结合，比如在暴露疗法中结合虚拟现实技术；

另外，可以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措施。目前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仍在流行，面对面的诊疗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影响，在线形式的干预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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